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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逄春阶 张国栋
本报通讯员 田宝宗

“七一”前夕，在沂水县档案局，我们看到了
一面独特的党旗：党旗整面已经成褐色，中间的
镰刀、斧头图案也不规则，凸出，呈白色，右下角
是中国共产党英文名称缩写C.C.P，也是绣上的。
局长徐兆利介绍说，这面党旗已经75岁了。省文
物专家鉴定，在中国共产党党旗标准样式制定之
前，这是山东省境内发现的最早的一面党旗。

据了解，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党旗由各级
党组织模仿联共(布)党旗的式样自己制作。具体
规格式样不尽相同。直到1942年4月28日，中共中
央政治局对中国共产党的党旗样式作出决定：

“中共党旗样式宽阔为三与二之比，左角上有斧
头镰刀，无五角星，委托中央办公厅制一批标准
党旗，分发各主要机关。”这样，中国共产党第一
批制式党旗随即在延安诞生。而沂水档案局珍藏
的这面党旗，是1939年制作的。

一针一线绣党旗

党旗征集者，沂水县党史研究室原主任、75
岁的窦宪诺回忆，1989年冬天，他从一个朋友那
里听说，马头崖村刘洪秀家有一面党旗保存好多
年了，就前往寻访。“来到村里，村党支部书记把
我们领到两间低矮的草屋前，一位倚着屋墙晒太
阳的瘦削老人站起来，村支书说这就是老党员刘
洪秀。老人上身穿一件带大襟的旧棉袄，下身穿
肥裆的棉裤，脚上是一双自己做的两把捂的大棉
鞋。我非常惊讶，这就是当年只身闯山西找红军，
对共产党矢志不渝，保存党旗足智多谋的刘洪秀
吗？”

沂蒙老区，群众基础好，党组织发展得早，党
的创始人、中共一大代表、被毛泽东亲切地称为

“王大耳”的王尽美就在这里播下过革命的种子。

1923年，在上海大学就读的沂南苏村镇门家庵子
村进步青年刘鸣鸾，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加入了共
产党，其间，回乡省亲便传播马克思主义，共产党
机关报《向导》周刊，就是他带到沂南的。1927年
春，沂蒙山区第一个党支部——— 中共沂水支部建
立。中共地方党组织领导发动了沂水、苍山、龙须
崮等几次较大的武装暴动，进行了革命武装斗争
的尝试。

1938年4月，日军大举进攻山东，国民党韩复
榘政府弃人民群众于不顾，两次逃离山东战场。
在这危急时刻，共产党和她领导的八路军，高举
起抗日大旗，把党的主张传达给群众，从而唤起
了先进分子，他们像火种一样，使党的影响不断
扩大。

当时党的干部奔走在乡村里，白天下农户，
晚上办夜校，讲抗日道理，教抗日歌曲，使得青壮
年农民心里热烘烘的，纷纷报名参加抗敌自卫
团。1939年春天，翻过王庄与马头崖之间的那座
山，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妇女干部赵煜琴来到马头
崖村，找到了刘洪秀。因为以前进村工作的同志
告诉她，刘洪秀曾千里迢迢去山西找红军，还粗
通文字。

几天后，赵煜琴给刘洪秀填了张表，介绍他
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村里已经有几名党员，刘洪
秀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过了几天，赵煜琴又来
到马头崖村，她约刘洪秀到村外一个僻静处，从
背包里取出了那面党旗。

这面党旗是赵煜琴和几个女干部一针一线

亲手缝制的。党旗的底色、图案，构成了没有统一
制式之前的中国共产党党旗。赵煜琴还摹仿苏共
党旗，在右下角加了“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缩写：

“C.C. P”。
“今后发展党员，新党员都要在党旗下宣誓，

对着党旗宣誓就是向党宣誓。党旗交给你，用过
了好好保存，许坏不许丢。”赵煜琴对刘洪秀说。
同时，她又把一张毛泽东的画像和一份誓词交给
了刘洪秀。

火红的党旗引领抗日

1939年麦子熟时，日军对鲁中进行第一次大
“扫荡”。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八路军山东纵队指
挥部主动从王庄撤出；秋天，日军在王庄建起了
据点。马头崖村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游击小组有
了用武之地，他们扛上村里原来用于防匪保家的
大枪，抬着抬杆子和火药、铁砂，开到了王庄周围
的山头上。大枪子弹不多，一般不打；抬杆子却不
管白天黑夜，惊天动地地往王庄的日军据点里
打，加上其他游击小组的参与，直搅得日本兵心
神不宁，想打不敢出来，想躲又躲不开。过了没多
久，敌人从王庄撤走。

游击小组打鬼子，鬼子从王庄逃走的消息，
很快在王庄周围各村传开，人们更相信共产党抗
日主张的正确，也更看得起自己的力量了。马头
崖村发展党员、组织群众又掀起了一个高潮。冬
天的一个夜晚，刘洪秀把收藏的党旗找出来，郑
重地挂在了一位新党员的堂屋里。张学友、刘化
文等七八名新党员齐刷刷地围着党旗坐了个半
圆，往日碰在一块，大家的话匣子关不住，这次却
谁也不说一句话，只是仰着头，眼都不眨一下地
端详那面党旗。刘洪秀在众人企盼的目光中说话
了，他讲那底色，讲那斧头、镰刀的含义，跟赵煜
琴给他讲的一样。

第三次挂党旗也是这年冬天稍后一点时间。
到年底，马头崖一个不足200户的行政村，已经有
党员54名，一家有3名至4名党员的有3户。到1940
年上半年，村里有十几人参军参政，投入抗日队
伍。山东分局撒下的种子，不仅在马头崖村生根、
开花、结果，党的发展工作也由这村扩大到杨家

峪、塔井峪、松柏崖、石棚等村。火红的党旗引导
着他们，成为各村抗战的带头人。

夫妻舍命护党旗

为了保护好这面比命还重要的党旗，刘洪秀
一直把它缝在身上。1942年，他被调去脱产做情
报工作，党旗没法带在身边，只好放在家里收藏。
听说村子被国民党军队和杂牌机关占了，他坐卧
不宁。走走跑跑，两个来小时，刘洪秀赶到岳父
家，见到妻子后第一句话就是：“没把东西带出
来？”妻子知道刘洪秀指的什么，忙说：“没见你的
话。”刘洪秀明白了，党旗还在家里。他转身就往
外冲，被妻子一把拉住：“人家抓你还愁找不着你
呢，你能回村？我回去。”

窦宪诺曾经根据刘洪秀的回忆写过一篇文
章《一面党旗》，其中有这样的细节：“妻子迈着一
双小脚走出家门，在刘洪秀深情的注视下，消失
在茫茫暮色中。寒风呼啸，吹在脸上像刀割。刘洪
秀和衣躺到床上后怎么也睡不着，开始担心妻子
过沟爬崖碰着摔着，后来担心妻子回村取东西被
坏人发现……想到这里，刘洪秀冲出岳父的家
门，冲向被风雪、夜幕笼罩的山道。一滑一擦地奔
到那座最高的山下，就一遍遍地喊：‘孩他娘，我
来了！’‘孩他娘，我来了！’在最陡的一段山坡上，
刘洪秀终于听到了妻子断断续续的呼叫：‘孩他
爹，孩——— 他——— 爹！’他蹲到雪地上哧溜一滑，
来到了手脚并用正往上爬的妻子跟前，一把扶起
妻子，妻子也无力地靠到丈夫的身上：‘旗，我拿
回来了！’丈夫伸手在妻子紧抱着的胸前一摸，正
摸到了党旗上不知是斧头还是镰刀的一角，那上
面带着妻子的体温……”

回到岳父家，刘洪秀把内弟杨洪喜叫到跟
前。杨洪喜是由姐夫介绍加入共产党的，两人互
相信任。刘洪秀说：“你姐冒着生命危险把党旗从
家里取出来，现在交给你保存。这是上级党组织
交给咱的，有咱在就有她在。这是咱的命根子。”

杨洪喜把党旗藏在屋笆里，刘洪秀回来看看
说：“万一敌人来烧房子怎么办？”杨洪喜把党旗
藏在地下，他又怕霉了，烂了。后来两人商量做了
一个梧桐木匣子，把党旗装进去封好，藏在自家
附近一个冬暖夏凉的山洞里。

刘洪秀把党旗完好无损地保存了50年，直
到窦宪诺的到来。

1989年底，沂水县专门安排了一个献党旗
仪式。窦宪诺清楚地记着当时的情景：刘洪秀
眼里噙着泪花，长满老茧的手颤抖着，一遍遍
抚摸着党旗的边边角角，哆嗦着嘴唇喃喃地
说：“你要离开我了，你就是我的命，有你在
我就在，有我在你就在……”

这面党旗已经75岁了，在中国共产党党旗标准样式制定之前，这是山东省境内发现的———

最早的一面党旗

□ 本报记者 卢昱
本报通讯员 宋梅臻 高博

夏至日，适逢阵雨过后，寿光市田柳镇崔家
庄村西的植庭学校里，花木扶疏，湿润苍翠。大院
中，两株一抱粗的合欢树，细碎的叶子密密地搭
成天棚，粉红细丝般的花瓣在微风中轻舞。

远处望去，合欢树像绿云层上浮着的团团红
雾，绿云红雾洋溢着独特的芳香。走近，合欢树下
是建于1946年的大礼堂，三间老屋陈列着这所学
校筚路蓝缕的历程，伴随着开启寿光近代教育之
山林的先行者——— 李植庭的一生足迹。

倒欠十吊钱的“双凤”校长

“李老1871年出生在我们崔家庄村，他一辈
子都在办学，从1903年直到去世前还念念不忘。
有人称他是当代‘武训’，他的办学精神确实有点
像武训，但他办的是学科学、反封建的新学堂。”
据寿光二中退休高级教师李尊然介绍，李植庭晚
年时认为自己比不上武训，“人家武训是倾其所
有，我至少还有大家庭，跟他比差得远啊！”

幼时读过几年私塾的李植庭，最初在崔家庄
任私塾老师。面对当时羸弱国家、凋敝社会，他不
满继续教授学生“忠君”“子曰诗云”那一套，早早
意识到救中国得办学堂、学科学，维新图强。那
时，他便注意把书本知识和社会现实结合起来，
引导学生思考。

可当时封建束缚如“铁屋子”一样，压得他寸
步难行。反复思虑后，他终于在1903年离开故土，
远闯关东，在铁岭近郊的农村办起初等学堂，教
学生读地理、历史，学习笔算，第一次实现了他的
志愿。后来，他常对人说：“我下关东不是因为家
里揭不开锅，而是为了办新学才去的。”

民国初立，除旧布新，李植庭返归故里，倡办
学堂。可在当时日渐败落的农村，想立足真要动
番心思：群众不支持，他挨门挨户宣传动员；没有
校舍，他向有闲房的人家去借；缺少桌凳，他发动
学生自带；经费不足，他提出“集资兴学”大家凑。

经过不分昼夜的工作，李植庭终于在1913年
冬办起小学，招收学生32名，自己担任教师，取校
名“双凤学校”。“当时王高乡有‘凤鸣学校’，李老
当时是想让两所学校双凤齐飞。”李尊然介绍道。

李植庭虽是“双凤”老师，却不要“工钱”，甘
尽义务。“他对学生关心备至，向学生灌输新思
想，动员学生剪掉长辫子，学习科学知识，废除体
罚，对学生不打板子不罚跪，在生活上像关心自
己子女一样。”李尊然介绍道。

这些新变化受到学生家长的衷心拥护。村民
看到李植庭起早贪黑地为学生操劳，便主动凑了
四十吊钱作为薪金送给他。他却分文不取，把这
笔钱当做教学和冬季学生取暖的费用。年尾结算
时，除支出还倒欠十吊钱，李植庭自己又拿出钱
补上。

事在人为，信人不信天

1914年，寿光师范传习所在双凤学校三里地
外的王高，设了一处分校。43岁的李植庭一面当
老师，一边当学生去王高参加学习。为保证“教”

“学”两不误，他安排好学生自习作业后，再跑去

听课。
听完课再跑回双凤，给学生讲书，并把学到

的新教学法运用于实践。村里人劝他注意休息，
不要太累，他回复说：“我这叫边学边教，现蒸热
卖，来回奔跑，有劳有逸，教书、念书、锻炼三不
误。”

1917年，双凤学校第一期初级小学生毕业，
成绩喜人，家长满意。为进一步提高学生文化水
平，李植庭又发动群众办高小。除了面临建小学
之处的困难外，最闹心的是校舍问题。

难中自有解决法，李植庭把目光投向了村东
的娘娘庙。冒犯神灵、自己遭殃，怕破风水、全村
受害等各种反对声接踵而来。这可比捐资、借房、
请教师难多了！破天荒扒庙，冒天下之大不韪，这
事谁敢领头。

可李植庭却认为扒庙有两利而无一害：一来
可以破除迷信鬼神的陋俗，二来可以建设较大校
院。他力排众议，顶着别人的阻拦、反对甚至咒
骂，带领青年学生扒倒神像，把娘娘庙改造成有
15间教室的学校。

这种破除迷信的行动，在当时的百姓看来确
有“另类”之嫌，但在李植庭这儿，却十分寻常。

“建植庭学校的时候，李老已经75岁了。他自己掏
钱，买了一处墓地上的松林，让他的孩子们出工
伐树，解板打造桌椅板凳。孩子们为他的后事着
想，留下十几页好板准备百年之后做寿材。他知
道后，生气地训孩子：我壮着哩，还盼我死！死也
用不着这么好的松板，给学生做桌凳，比给我做
寿材舒坦！”李尊然介绍道。

孩子们只好顺从地把保藏好的寿材板抬出
来，在他亲自监督下打成桌凳。村里百姓知道后，
也主动把家中用不到的桌凳，拿出来供学生使
用。

1951年，已是80岁高龄的李植庭发动集资，
办起寿光第一中学。5年后，他又在政府教育部门
的支持下，在他家乡的村头办起寿光二中。彼时，
教育已不甚穷困，只是在校址选择上难以决断。

“当时最理想的校址
在崔家庄前的一片高坡
上，这里地势高，交通方
便，离政府驻地近，购物
方便，环境幽静，不巧的
是这还是我们李姓祖坟
所在地。”李尊然回忆道，
一听说搬祖坟，李姓群起
反对，破了风水、后代受
穷，搬坟还需另置棺木这
两大难题不好解决。而教
育部门为了百年大计，请
李老出面支持。

搬不搬祖坟的焦点
对准李植庭。他考虑再
三，召集族人从容商谈：

“都说咱李姓祖坟风水
好，可咱族里有几家过得好的，过去不是也有逃
荒要饭下东北的？祖坟没动，解放后一土改不是
都过得不错吗？事在人为，我们应信人不信天。将
来学校建起来，咱们村的孩子上学方便，出了人
才要比迷信风水靠得住。做棺木的事，我也想了，
我家还有几棵大柳树，叫我家老三出力，解板打
些木匣把祖宗骸骨收敛起来，埋在别处，工本我
包下。大伙看这样办如何？”

这位85岁的老人，既是全族长者，又如此仗
义疏财，众人听罢，也只好颔头同意。事情谈妥，
当天搬移坟墓，动工建校，当年8月建起寿光二
中。

追随革命，记挂教育

1920年，寿光县农村已办起400余处初级小
学，县立初小还增加了女子高级班。新式学校的
创办，如同给闭塞的农村开启一扇大窗，吹来股
股清风，许多进步人士携带进步思想前来“布
道”。

1924年，经邓恩铭介绍入党的寿光人张玉
山，在张家庄创办平民学校和女子学校，开始宣
传共产党的理想和政策主张。李植庭为眼前的新
鲜事物深深感动，眼前看到一片亮光，激动不已。

1925年初，经中共山东地执委批准，寿光、广
饶两县分别建立党支部，张玉山任中共寿光支部
书记。彼时，李植庭向张玉山发出邀请，请其到双
凤学校任教，张玉山痛快地答应下来。

据寿光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张祥森介绍，执
教于双凤学校的张玉山，时常给教职员工们讲：

“地主的所有财产是从农民那里剥削来的，将来
总有一天没收过来分给农民。别看现在是穷人的
白骨，富人的白银，穷人的黄脸，富人的黄金，穷
人说话臭如美孚油，富人言语香似花露水，这种
不平等的社会现象总有一天是要变的。”

由于张玉山大量、广泛的革命宣传，双凤学
校不少教员、学生加入党团组织，并建立中共双
凤学校党支部、共青团支部，使学校完全在党组
织的控制下。1926年，中共寿光县委在张玉山家
中成立；翌年，共青团寿光县委在双凤学校建立。
党团组织在双凤学校聚会、办训练班，讲形势，学
理论，介绍苏联和全国各地的革命斗争经验，对

学生进行教育，把学校发展成了活动中心。
为了保证学校教育工作的正常进行，李植庭

表面上并不介入革命活动，但他不动声色地做了
大量工作。在他的支持下，学校的一切工作，都毫
不犹豫地积极配合党的任务，即使课堂教学，也
不忘穿插爱国救国教育。

“除聘请共产党员执教，李植庭还保护革命
同志，在抗战时把家中唯一的茄皮色大马捐给共
产党的队伍。”张祥森介绍道，1940年6月，他参加
了寿光县第一届参议会，当选为副参议长。12月，
他又当选为清河区第二届参议长。

1944年，清河区与冀鲁边区合并为渤海区，
李植庭被选为渤海区参议会参议长。这些行动上
的转变，最终促成他于1946年在75岁高龄时决心
入党。同年4月，渤海区党委为表彰李植庭为人民
办学和在革命工作中的突出业绩，特意批准在原
寿光县立第八小学的校址上，重建学校，并命名
为“植庭学校”。

新中国成立后，李植庭被选为山东省各界人
民代表大会的委员，分管教育工作。回归老本行

的他，如鱼得水，顾不上年老体迈，不辞辛劳，四
处奔走，了解各地恢复教育的情况，积极提出兴
办教育的建议。除此之外，他大部分时间都住在
崔家庄，对植庭学校的大事小节时刻记挂在心
上。

“他闲不住，看到需要整修的设施，能自己动
手修理的从不麻烦别人。学校大门里头东侧，有
一口水井，井口的砖块破碎了。学生在井口干活，
容易发生意外，李老便亲自下手，将旧砖清除，垒
上新砖，修整一新。”李尊然回忆道，看到教师在
办公室办公，李植庭从不打扰，一旦教师有空闲，
就走进办公室与教师交谈，嘘寒问暖；谈及学生，
他一再告诫教师要像对自己孩子一样，学业上要
严格，生活上要关怀，宽松管理，不要伤害了他们
的自尊心和上进心。

勤俭一生，教学到底

“他善于思考，接受新事物很快。我后来到北
京念书，一回老家，他就跟我打听北京有什么新
鲜事。1954年，我回老家，他看到别的村搞合作
社，吩咐我去跑三个合作社，抄写章程，再搞一个
崔家庄的章程，下一步成立合作社用。”李尊然介
绍道。

对形式主义的东西，李植庭觉得都很繁琐，
没有实际意义。有时村里晚辈们去看望他，向他
问好，他便没好气地说：“我天天活着还能不好
了！”叫对方下不来台。有时他在村外走走，遇到
村里人到田中送饭，客套地问“您吃不？”他也没
好气地回复：“我吃了你们吃啥？”

早在私塾教书时，李植庭就钟爱清代经学家
洪亮吉的《治平篇》。这篇文章里透出作者敏锐的
观察：人口增长太快、生活资料增长太慢，会影响
社会秩序的安定和人民生活水平。

由此，李植庭教育学生：“我们作为一介书
生，而今无力改变社会，但可以为社会分忧。要解
决物资不足的问题，一则增加社会财富，二则节
省消费，即所谓开源节流。我们不能开源，却可以
尽量节俭，不浪费一丝一缕。否则，如何面对父
母，如何面对世人？”

“节俭”贯穿他的一生。抗战期间，他住在垦
利县八大组一间土屋里，三角形的窟窿算是窗
户，用荆条打的铺上，叠一卷露出棉絮的被褥，这
小小的屋子是5个人办公、住宿、吃饭的场所。他
乐居于此，“如果专比享受，那就是低级趣味。当
然，我不是主张生活越苦越好，而是主张大伙都
生活好了，我们再好也不迟。”

“晚年蜗居崔家庄时，他让孩子给盖了两间
屋，你说他仔细到什么程度：进门看很场面，一抬
头真相就出来了，原来只有屋梁是木头的，其他
檩子都用竹竿代替。”李尊然回忆道。

李植庭一生唯一的嗜好是抽烟，“在困难时
期，没有烟叶，他就捡拾丝瓜叶或芝麻叶吸，别人
给他香烟，他谢绝。别人扔掉的烟蒂，他有时也拾
起来捻碎放在簸箩里，搁烟斗里吸。有人笑话他
寒碜，他哈哈一笑说，节约是一种美德，我不怕别
人说闲话。”

对自己作“俭”自缚，对教育却十分大方。李
植庭为教育自掏腰包投入几何，现在已无法统
计。李尊然在1982年搜集李植庭的有关资料时，
在植庭学校图书室里意外地发现一个陈旧的档
案袋，里面装着几张稿纸，其中一张蓝格的稿纸
上记录着一组数字，恰好是李植庭从1950年到
1963年为办学捐资的情况，共计3859元。

“这张稿纸上许多时间都详细到日。从内容
看，大到扩大校基、购买学校生产基地，小到购买
树苗、书籍，他都无一例外地自掏腰包。他一直认
为，穷人的孩子也要上学，对困难教师和学生，他
都会尽全力资助。”李尊然回忆道。

1964年，李植庭在崔家庄驾鹤西归。老友们
的挽联“勤一生，俭一生，勤俭一生；教到底，学到
底，教学到底”，如镜子般反照他的人生足迹。

■ 齐鲁名士 1944年，他当选渤海区参议会参议长，75岁高龄时入党。渤海区党委命名一所学校为“植庭学校”。

友赠：“勤一生，俭一生，勤俭一生；教到底，学到底，教学到底。”

李植庭：扒了娘娘庙 也要办学校

我省发现的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党旗，现保存于沂水县档案局。 (田宝宗 摄影)

植庭学校大门

1955年，植庭学校教师合影(中坐者为李植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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